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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一带一路” 对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作用

倪红福　 向迪　 王文斌①

　 　 摘要： “一带一路” 建设要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自提出以来， 取得了巨

大成就，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其一， 共建 “一带一路” 有利于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方面

为国内生产制造寻求资本、 技术、 资金、 能源等要素， 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市场； 另一方面为国内生产出

的制成品寻求广阔的市场， 实现要素到产品到资本的循环。 其二， 中国与沿线国家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

加强产能合作， 能够促使中国双向嵌入全球价值链， 形成区域价值链， 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 其三， “一带

一路” 多区域多元化合作，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新平台和稳定的发展空间。 在未来， 要进一步发挥共建

“一带一路” 在联通内外市场， 建设物流通道， 强化产能合作等方面的优势， 以政策沟通为前提， 优化制度

设计， 加强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互联互通和数字经济建设， 促进要素和产品的循环流动， 助力新发

展格局构建，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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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与实证） 《中国贸易投资开放发展： 基

本规律、 宏观效应与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构建》 （７２１４１３０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中国产业迈向价值链

中高端： 理论内涵、 测度和路径分析》 （７１８７３１４２）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全球价值

链重构效应： 基于生产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方法》 （７２０７３１４２） 的资助。 本文也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课题 《共建

“一带一路”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研究》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有经济研究智库课题 《国有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的作用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①此作者为通讯作者。

引　 言

当前，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内外形势。 从内部来看， 中国经

济增长面临动力转换。 一方面， 改革开放后， 中国利用劳动力等要素优势， 形成了 “两头在外” 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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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加工贸易模式， 很长一段时间， 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 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

动力。 而近年来， 中国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 劳动力增速放缓， 工资成本上升，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

国际贸易中的传统比较优势渐渐丧失， 部分外贸企业向东南亚转移。 与此同时， 为了振兴实体经济、
走出经济危机困境， 美欧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 尤其是在高端行业， 纷纷实施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

回流。 中国面临着 “高端回流， 中低端分流” 的不利局面， 过去外贸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江小娟、 孟丽君， 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具有雄厚的物

质基础和超大规模的市场， 国内需求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多年来的加工贸易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

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为满足国内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 依靠国内

市场促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从外部来看，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着全球经济， 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

主义盛行， 国际贸易局势紧张， 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 正是立足于这一现实形势， 中央

提出了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

新的阶段。 然而， 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封闭， 而是意在通过提高开放水平， 连接国内国外两个市

场， 打通要素流通和产品生产、 交换、 分配及消费的各个环节， 从而推动经济的良性循环， 为中国经

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 “一带一路” 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一带一

路” 建设要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加快完善各具特色、 互为补充、 畅通安全的陆上通道， 优化

海上布局， 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 “一带一路” 建设提高了国内各区

域开放水平， 推动了制度型开放， 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与支持， 对构建中国全方位开放

新格局， 促进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 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互利共赢具有重大意义。 构建新发

展格局既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新背景， 也为共建 “一带一路” 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 在新形

势下， 理解共建 “一带一路”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逻辑， 发挥 “一带一路” 对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 明确当前形势下 “一带一路”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下

如何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对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

意义。
“一带一路” 倡议自提出以来一直是各界专家学者关心的热点。 以 “一带一路” 为对象的研究涵

盖经济、 政治、 文化、 外交等多个领域， 包括 “一带一路” 的背景、 内涵、 影响、 意义等多个方面，
相关研究文献有黄群慧 （２０１６）、 陈虹 （２０２０） 等等。 也有一部分专家开始探讨 “一带一路” 和 “双
循环新发展格局” 的关系。 例如， “一带一路” 和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同为新时期中国主动谋求变

化， 积极融入世界经济， 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实践意义上， “一带一路” 是 “双循环” 的

重点， 将成为引领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实践路径 （陈健， ２０２１）。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

建设为高质量建设 “一带一路” 筑牢根基， 二者呈现在发展中相互促进的关系 （王义桅， ２０２１）。 然

而， 在实践意义上分析研究 “一带一路” 对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作用的文献不多， 更少有文

献由经济循环的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四个环节对 “一带一路” 的经济影响进行展开分析。
因此， 本研究从 “一带一路” 对我国发展格局下经济循环各环节的影响出发， 分析 “一带一路”

在构建贸易格局、 流通格局和需求格局等环节的作用路径， 深入探讨 “一带一路” 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作用逻辑， 进而得出发挥 “一带一路” 在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的有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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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循环格局与 “一带一路”

（一） 贸易格局

自 ２０１３ 年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逐年上升， 累计超过 ９
万亿美元。 ２０２０ 年， 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额达到 １. ３５ 万亿美元， 在中国货物贸易总额中占比

近 ３０％ 。 其中， 货物出口额为 ７８３８. ６ 亿美元， 占货物出口总额的 ３０. ２６％ ； 货物进口额为 ５６９９. １ 亿

美元， 占货物进口总额的 ２７. １４％ 。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 ６８４６. ０ 亿美元， 东盟已取代欧盟成为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服务贸易方面，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

额由 ７４８. ４ 亿美元增加至 １１７８. ８ 亿美元， 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由 １１. ４％提升至 １５. ０２％ 。① 中

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 总体而言， 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贸易展

现出较强活力， “一带一路” 提升了中国进出口水平， 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

表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及占中国货物贸易总额比例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出口
金额 ５６９１. ９ ６３７０. ７ ６１４６. １ ５８１７. ４ ６５６３. １ ７０４７. ３ ７６０６. ５ ７８３８. ６
占比 ２５. ７７ ２７. ２０ ２７. ０３ ２７. ７３ ２９. ００ ２８. ３４ ３０. ４３ ３０. ２６

进口
金额 ４７１３. ６ ４８３５. ６ ３８８３. ６ ３６６０. ３ ４５３５. ９ ５６３０. ７ ５８１７. ０ ５６９９. １
占比 ２４. １７ ２４. ６８ ２３. １２ ２３. ０５ ２４. ６０ ２６. ３６ ２７. ９９ ２７. ７２

进出口
金额 １０４０５. ５ １１２０６. ３ １００２９. ７ ９４７７. ７ １１０９９. ０ １２６７８. ０ １３４２４ １３５３７. ７
占比 ２５. ０２ ２６. ０５ ２５. ３７ ２５. ７２ ２７. ０２ ２７. ４３ ２９. ３２ ２９. １４

　 　 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

表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服务贸易额及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比例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出口
金额 ２６５. ４ ２９０. ９ ３０８. ９ ３６６. ５ ３８０. ６ ３７７. ３
占比 １２. １４ １３. ８９ １３. ５４ １３. ５０ １３. ４２ １３. ４５

进口
金额 ４８３ ５３４. ５ ６６８. ９ ７７２. ９ ７９８. ２ ４６７. ４
占比 １１. ０９ １１. ８２ １４. ３０ １４. ７２ １５. ９２ １２. ２７

进出口
金额 ７４８. ４ ８２５. ４ ９７７. ８ １１３９. ４ １１７８. ８ ８４４. ７
占比 １１. ４４ １２. ４８ １４. ０５ １４. ３１ １５. ０２ １２. ７７

　 　 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总署。

（二） 流通格局

随着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流通体系在技术、 商业模式、 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发生着重大

变革， 朝着更加开放、 高效、 智能的方向发展， 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 畅通高效的流通体系既能够在

更大范围内联结生产和消费， 推动实现进一步资源配置， 也是经济循环各环节有效衔接的纽带与通

道， 有利于扩大市场交易范围、 推动进一步分工、 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升级以及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

·０３３·

①受疫情影响 ２０２０ 年服务贸易额有所下降， 为 ８４４. ７ 亿美元， 占中国服务贸易总额的 １２. ７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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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效率。
“一带一路” 通过以现代化铁路网、 高速公路网、 自动化机场和港口为代表的互联互通建设项目

扩大了相关商品要素的流通范围， 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中国流通格局发展， 贸易大通道作用

更加凸显。 中老铁路、 中泰铁路、 “中巴经济走廊” 等一大批重大项目稳步推进， 在促进要素人员流

动的同时提升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由 ７１５. ７ 亿美元增

至 １４１４. ６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１０. ２％ ， 在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中的比重由 ４１. ７％增加至

５５. ４％ ； 完成营业额由 ６５４ 亿美元增至 ９１１. ２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４. ９％ ， 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

完成营业额总额的比重由 ４７. ７％提升至 ５８. ４％ 。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 ４００００ 列，
国内已有 ２９ 个省区市开行中欧班列， 开行超过百列的国内城市达到 ３１ 个， 可通达欧洲 ２３ 个国家 １６８
个城市， 年运送货物总值达 ５６０ 亿美元， 运输货物类型达到 ５ 万多种。①

表 ３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承包工程情况

单位： 亿美元、％

承包工程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新签合同额 ７１５. ７ ８６２. ３ ９２６. ４ １２６０. ３ １４４３. ２ １２５７. ８ １５４８. ９ １４１４. ６

占比 ４１. ７ ４５. ０ ４４. １ ５１. ６ ５４. ４ ５２. ０ ５９. ５ ５５. ４
完成营业额 ６５４. ０ ６４３. ５ ６９２. ６ ７５９. ７ ８５５. ３ ８９３. ３ ９７９. ８ ９１１. ２

占比 ４７. ７ ４５. ２ ４５ ４７. ７ ５０. ７ ５２. ８ ５６. ７ ５８. ４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三） 投资需求格局

图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华设立企业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注： 含通过部分自由港转投资， 不含银行、 证券、 保险领域

数据。

在投资方面，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中国企

业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１３５９. ２ 亿美元， 年均增长达到 ５. ７％ ， 超

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２. ７ 个百分点。 ２０２０
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全球对外直

接投资同比缩水， 中国境内投资者在 “一
带一路” 沿线的 ５８ 个国家实现直接投资

１８６. １ 亿美元， 占同期总额的 １４％ ， 比上

年提升了 ０. ３ 个百分点， 实现对外投资逆

势上扬。 “一带一路” 建设同样有助于吸

引沿线国家在华设立企业。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整体上也呈现持

续上升趋势。 外资企业占中国企业总数

２％的比重， 贡献了中国 １ ／ １０ 的城镇就业、
１ ／ ６ 的税收、 ２ ／ ５ 的进出口， 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见图 １）。

从投资角度看， 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手段。 吸收外资是改革开放以来

·０３４·

①数据来源： 国家铁路局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ｒａ.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ｔｐｓｐ ／ ｔｐｘｗ ／ ２０２１０７ ／ ｔ２０２１０７１２＿ １９０１９４． ｓｈｔｍｌ． 。



２０２２ 年 第 ４ 期

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经验， 既能够补充中国长期以来的资金短缺， 也为提升制造水平和能力引入

了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 此外， 吸收外资还给全球范围内的资金提供了新的投资地和获得高额收益的投

资渠道。 因此， 一方面， 对外投资能够推动中国企业 “走出去”， 实现中国从被动参与循环到主动引导

循环的转变； 另一方面， 对外投资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和相应技术， 使得更多国家可以

参与国际分工， 共享中国经济发展成果， 促进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循环和价值链。

表 ４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双向投资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对外投资 （亿美元） １２６. ３ １３６. ６ １８９. ３ １５３. ４ ２０１. ７ １７８. ９ １８６. ９ １８６. １

占比 （％ ） １１. ７ １１. １ １３. ０ ７. ８ １２. ７ １２. ５ １３. ７ １４. ０
吸引外资 （亿美元） ８９. ２ ６８. ３ ８４. ６ ６９. ９ ５５. ６ ６４. ５ ８４. ２ ８２. ７

占比 （％ ） ７. ６ ５. ７ ６. ７ ５. ６ ４. ２ ４. ８ ６. １ ５. ７
在华设立外商 （个） １６９７ １８３０ ２１６６ ２９０５ ３８６７ ４４７９ ５５９１ ４２９４

占比 （％ ） ７. ４ ７. ７ ８. １ １０. ５ １１. ３ ７. ４ １３. ６ １１. ３
　 　 数据来源： 中国商务部。

二、 共建 “一带一路” 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逻辑

（一） “一带一路” 有利于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就是要通过高水平开放， 一方面为国内生产制造寻求资

本、 技术、 资金、 能源等要素来源， 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市场， 另一方面为国内生产出的制成品寻求

广阔的市场， 实现要素—产品—资本的循环。 而高水平开放背后的涵义有两点： 一是扩大对外开放区

域， 连接国内外市场； 二是构建物流通道， 实现要素和产品的跨境流动。 共建 “一带一路” 将从这两

个方面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 其一， 共建 “一带一路” 有利于形成东西并重， 海陆融通的

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对外开放涉及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而内陆的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开放

程度则长期处于封闭和落后状态，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后， 中西部地区在

对外开放中的不利地位得到改变。 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西部出发， 深入欧亚大陆， 西部省份由原来

的对接东部转变为向西开放， 成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前沿阵地。 这对加快西部地区发展， 缩短区域

间经济发展差异具有重要作用。 其二， “一带一路” 建立了互通互建、 纵横交错的物流通道。 国际物

流禀赋优势是制约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之一 （裴长洪、 刘斌， ２０１９）， 共建 “一
带一路”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要内容， 通过建立现代化铁路网、 高速公路网、 自动化港口和机场等，
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物流通道网络， 降低了区域间商品交易、 流动成本， 促进资源的跨区域有序流动和

优化配置， 帮助中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推动实现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
共建 “一带一路” 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设自由贸易区， 自贸区有利于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促

进商品、 服务等产品以及资本、 技术、 人员等要素在不同地区和市场间的自由流动。 到 ２０２０ 年底，
中国共与 ２６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或类似的贸易关系制度安排， 其中与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和地区签署的自贸协定有 １１ 个。① 这些自贸协定的签署， 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成果，

·０３５·

①如无特别指出， “一带一路” 各方面建设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 《中国 “一带一路” 贸易投资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０８１１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１８９９２１．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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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柱。 首先， 自由贸易区促进了贸易自由化， 降低了贸易成本， 为产

品的跨国流动提供了优质平台。 其次， 自由贸易区是 “一带一路” 的门户和枢纽， 在畅通国际物流运

输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 境外自由贸易区不仅自身具有重要效力， 同时还能与国内的自由

贸易区、 自由贸易港对接，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 并向外辐射， 进一步推动新发展

格局的形成。

（二） “一带一路” 助力全球价值链重塑， 培育产业链竞争新优势

共建 “一带一路” 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 加强产能合作， 促使中国双向嵌

入全球价值链， 形成区域价值链， 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 一方面， 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 中国利用

成本优势成功嵌入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深度参与国际分工， 奠定了中国 “世界工厂” 的地

位。 然而， 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中， 中国不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 作为代工者只能出口技

术水平低、 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和资源型产品， 进口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 向上攀升的空间有

限。 且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弱势也让中国长期受制于人， 不利于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 通过共建

“一带一路”， 中国可以利用国际市场将优质的富余产能转移至国外， 为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提供空间，
有助于提高国内市场的生产制造能力和供给能力， 推动中国深度嵌入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上游。 另一

方面， 中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 加上以信息化、 数字化、 智能化为核心的第

三次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 为中国提升制造能力， 利用制造优势， 引领形成区域价值链提供了基

础。 借助 “一带一路” 平台， 中国可以与沿线国基于各方面的禀赋差异广泛开展合作， 整合产业链，
塑造国际分工新体系。

（三） “一带一路” 强调多区域多元化合作，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新平台和稳定的发展空间

共建 “一带一路” 以合作共赢为理念， 通过多元化机制加强区域合作，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

广阔的平台和发展空间。 首先， 中国以经贸合作园区作为平台， 鼓励企业高质量地 “走出去”， 疏解

富余产能， 推动产业升级， 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 其背后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

一， 以各国政府为依托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园区， 有利于整合各方优质资源， 降低投资风险， 从而降低

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 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 提供安全保障和创造优良的投资

环境。 其二， 境外产业园区的建设涉及开发、 入驻、 维护等多个阶段， 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有不同经营

范围的企业参与， 建设完成后也需要吸引大量的企业进驻， 因而有利于中国企业从单一出走向集体出

走转变， 通过抱团形成强大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 以提高企业参与国际循环的水平和效率 （刘洪愧，
２０２１）。 其三，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在资源环境、 要素禀赋、 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着广泛差异，
而境外合作园区有利于中国和东道国利用各自的优势组织生产， 推动产能合作和产业升级， 拓宽产业

链和供应链， 促进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价值链。
其次， 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平台，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技术、 金融、 能源等方面广泛合作， 深度

交流， 为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持。
技术方面， 中国与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通过共同建立联合实验室、 科技园区， 为创新创业合作

搭建平台， 为加强科技交流、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而广泛合作。 中国积极与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发展数字贸易， 充分挖掘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潜力， 推动数字技术与金融、 教育、 医

疗等各类专业服务深入融合， 不断催生出新的数字消费产品和服务， 从而增加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
满足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需求， 为国内外经济循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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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方面， 共建 “一带一路” 通过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和经贸往来， 推进资本项

目的有序开放， 完善金融市场， 能够促进沿线各国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立， 从而扩大人民币的跨境结

算和使用范围， 提高人民币的周边化和区域化程度，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而人民币国际化对促进经济

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 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提升有助于推动支付结算自由化，
降低各国对外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 促进跨国经贸合作。 另一方面， 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助于稳定本国

汇率， 降低跨国投资风险， 提高抗金融风险的能力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为经济外循环创造一个公

正、 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
能源方面， 共建 “一带一路” 有利于中国加强与油气矿产资源更为丰富的中亚、 西亚、 俄罗斯等

沿线地区的联系与合作， 打破美国能源封锁， 维护能源安全和产业链安全。 与能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和

地区优势互补， 也有助于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 优化产业结构，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 中

国还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积极合作开发新能源， 降低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程度， 使用更清洁的

能源也有利于降低环境污染，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 共建 “一带一路” 面临的风险挑战

（一）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全球经济， 带来不确定性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多变， 持续影响着全球经济， 加深了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稳定

性， 同时也影响了中国与国外的交流合作， 不利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其一， 疫情阻碍了中国与 “一
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 为应对疫情， 不少产能合作项目不得不暂停或者推迟， 复工复产困难

甚至遥遥无期。 其二， 疫情影响了要素和人员在国内外的自由流动。 跨境出行和进出口贸易面临交通

管制等多重限制， 设备物资等要素运输受阻， 采购成本和运输时长增加， 中国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和生

产合作受到严重影响。 其三， 疫情加重了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 受疫情的影响， 全球市场萎缩，
生产停滞， 贸易受阻。 为应对冲击， 维持自身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 逆全球化思潮涌动， 增加了中国

与国外市场沟通合作的难度， 给中国经济外循环带来了风险。

（二）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差异大， 容易导致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矛盾和风险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众多， 区域联系复杂， 各国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 共建 “一带一路”
面临各种风险和矛盾。 首先是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 沿线有的国家内部动荡， 叙利亚、 阿富汗等国

家甚至长期处于战乱状态。 政治不稳定因素给中国的跨境合作带来了风险， 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安全难

以得到有效保障， 中国的对外投资项目也随时可能中断， 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 其次是经济

风险。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 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抗风险能力较差， 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 投资环境较差， 缺乏对投资的安全保障。 部分国家经济结构单一， 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能

源、 矿产和原材料， 制造水平低， 对外依存度高， 外债水平也较高， 中国对外投资面临较高的外债风

险。 最后是地缘政治风险。 一方面， 基于各国家和地区自身的政治诉求， 一些国家对 “一带一路” 倡

议持怀疑态度， 而西方媒体鼓吹的 “中国威胁论” 也加深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心理， 给建立跨国

合作造成阻碍。 另一方面， “一带一路” 国家所处区域形势复杂， 自然资源丰富， 容易引来各方势力，
尤其是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封锁和打压， 干扰或破坏共建 “一带一路” 的推进， 遏制中国和新兴

经济体的崛起， 以防止对他们自身的经济发展及其在国际格局中的霸权地位造成威胁。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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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境外投资分布较为集中， 结构有待优化

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以来， 境外投资初见成效， 但因为仍处在发展阶段， 在分布和结构上

较为集中， 有待进一步优化。 从地区分布来看， 境外投资分布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 ２０２０ 年， 中国

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的占比分别达到了 ７１. ４３％和 ６３. ０６％ ， 对

其他地区的投资则相对较少。 经贸合作区也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 占比分别达到 ３４. １％和

３１. ９％ 。 投资的高度集中会增加投资风险， 同时也不利于拓展中国对 “一带一路” 其他国家的影响

力。 中国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虽然涉及资源利用、 加工制造、 农业生产、 商贸物流和科技研发等多个

产业领域， 但仍然以农业生产和加工为主， 占园区总数的 ３１. ２％ ， 经贸合作园区产业附加值较低。 而

入驻的企业也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园区竞争优势并不突出。 因此， 虽然共建 “一带一路” 促进了中

外合作， 推动了中国企业 “走出去”， 但是由于在地域和行业分布方面的结构问题， 难以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 因而无法发挥出产业优势和集群效应， 降低了产能合作的效率， 不利于跨国生产网络的

形成。

四、 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路和举措

　 　 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内部看， 要求提高国内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 满足多样化的产品需求， 挖

掘经济增长潜力。 从外部看， 要求扩大开放水平， 引入生产所需的要素资源。 在未来， 要进一步发挥

“一带一路” 在联通内外市场， 建设物流通道， 强化产能合作等方面的优势， 以政策沟通为前提， 优

化制度设计， 提高中国的自主生产能力， 加强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的互联互通和数字经济建设，
从而促进要素和产品在国内国外市场的循环流动， 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一） 加强政策沟通， 优化制度设计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 离不开各国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因此要加强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的政策沟通及交流， 优化制度设计， 为实现高水平的开放， 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良好的外部环

境。 一是要坚持平等包容的原则， 让沿线国家看到中国加强区域协作的诚心与实力， 从而打消沿线国

家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怀疑和顾虑， 粉碎美国等发达国家期望通过宣扬 “中国威胁论” 来干预和

破坏 “一带一路” 建设的阴谋。 二是要加强合作机制建设。 通过政策沟通， 同参与国积极探索多元化

的合作机制， 商建更多的贸易、 投资、 技术等方面的合作项目， 深入挖掘合作空间， 为深化区域经贸

合作提供平台。 三是要积极维护市场秩序， 规范管理程序。 中国要积极同参与国国家政府及相关机构

进行沟通交流， 推动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统一制定， 降低境外投资的风险； 降低投资门槛， 简化投资手

续， 优化营商环境， 以提高投资的便利化水平。 四是要加强整体规划。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的经贸合作涉及多个方面和领域， 在布局境外投资和建设时， 应加强整体规划， 注重与东道国优势互

补， 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到对促进经济循环流动效果作用显著的领域， 提升境外投资的层次和结构， 降

低投资结构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 在建设境外合作园区时， 要注重突出主导产业， 引导多层次的企

业入驻， 促进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协作生态， 从而使境外合作园区发挥出更大的效率。

（二）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

自主生产能力的提升是中国打破外界技术封锁， 提高国内市场的制造能力和供给能力的核心，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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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实现产业垂直分工， 引领形成区域价值链的关键。 因此， 要努力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 推进科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自身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转变。 首先， 要增加科研投入， 围绕重点技术和新兴技术， 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一方面，
要注重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和制作， 从而摆脱中国高端芯片、 机器设备等方面被 “卡脖子” 的被动局

势， 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的安全。 另一方面， 要加快对工业机器人、 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的研发和生

产， 从而在未来国际贸易和国家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其次， 要推动人力资源和教育市场的适应性改

革。 提升教育质量， 注重实践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提升劳动力的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
为经济发展积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实现从依靠 “人口红利” 到提升人力资本的转变。 再其次， 要为

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提高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民众知识产权意识。 注重培

育研发创新型企业， 采取降低税收、 贷款优惠等措施对创新型企业提供支持， 不断完善和健全促进科

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加大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 对研发周期长、 见效慢的基础科学和

资金需求较大的项目， 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方面的作用， 为尖端技术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打

下基础。 最后， 要积极构建高水平的开放创新体系，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加强科技交流平台建

设， 拓宽跨国界创新资源对接渠道。 鼓励并支持更多的科技型企业 “走出去”， 利用 “干中学”， 促

进技术融合。

（三）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数字化浪潮使国际产能合作进入全新阶段， 为重塑世界经贸格局带来了新的契

机。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要把握新科技革命开启的 “机会窗口” （裴长洪， ２０２０）， 在大数

据、 云计算、 物联网、 人工智能、 ５Ｇ 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 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建设， 打造数字丝绸

之路。 在全球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要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商的发展， 拓展丝路电商全球布局， 建设 “一
带一路” 电子商务大市场， 为推动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寻找新的着力点。 在这个过程中， 一是要为跨

境电商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精简贸易进出流程和行政手续， 鼓励企业加大海外建仓力度， 突破物

流瓶颈， 打通物品流通环节， 依托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提高跨境物流的信息化及智能化水平，
提高物流效率。 二是要提升跨境支付结算的服务能力， 满足企业及个人跨境支付需要， 探索适合跨境

电商发展的金融合作模式， 为跨境电商提供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 三是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多方市场主

体参与跨境电商， 尤其是要积极发展农村跨境电商。 通过参与跨境电商， 可以扩展国内产品的海外销

售市场， 有利于增加中国进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 联通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环节， 促进商品的流动

和循环。 四是要探索合理的监管审查制度， 防范进出口贸易风险和金融风险， 对进出关货物严格把

控。 推进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谈判， 构建电子商务国际规则体系。

（四） 持续加强物流通道建设， 推动要素和产品循环

物流通道建设是打通要素和产品流通关节， 实现经济循环的关键。 因此， 要积极发挥共建 “一带

一路” 在互通互建方面的优势， 持续加强物流通道建设， 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体系， 促进共

建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实现联动发展。 一方面， 要完善现有的贸易物流网络和流通渠道， 做

好配套建设和加强管理， 降低沿途税费， 从而降低运输成本， 促进通关一体化。 加强对中欧班列的管

理， 提升其开行质量和运行效率。 支持地方建设 “一带一路” 进出口商品集散中心， 形成更大范围的

辐射， 提高物流网络的容量和服务能力 （徐紫嫣等， 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 要积极建设新的物流通道，
构建以中欧班列、 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 以铁路、 港口、 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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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网络。 积极发挥亚投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以及共建 “一带一路” 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的作用， 支持多

边和各国金融机构， 共同参与投融资， 为推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 在项目选

择、 实施、 管理过程中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和发展需要， 坚持 “高质量、 可持续、 抗风险、 价格合理、
包容可及” 的标准， 数量和质量并重， 鼓励多方参与， 共同受益。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技术标准

体系对接合作， 扎实推进现有重大项目建设， 积极开发有利于推动疫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好项目。 大力

推进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物流通道的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 更好

地实现互联互通的建设目标， 促进产品和要素在国内外的循环流通。

（五） 以 “一带一路” 为基础， 深入挖掘合作空间

共建 “一带一路” 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作用不仅在于沿线国本身， 还在于基于 “一带一路” 共

建共治理念出发的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 不断融合新的经济体和发展战略的生命力与发展潜力， 为亚

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李向阳， ２０１８）。 “一带一路” 建设是中国加强区域协作的起

点而不是终点， 要善于利用 “一带一路” 作为平台， 不断扩大中国与外界的合作深度和广度， 为构建

新发展格局寻求广阔的空间和发展机遇。 其一， 持续推进自贸区建设。 自贸区是经贸合作的重要平

台， 也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点内容。 在后续进程中， 要继续推进自贸区的建立， 同时加强境内外

自贸区的链接和联动， 形成强大的自由贸易网， 并通过不断地向外辐射， 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 促进

经济循环。 其二， 积极升级已有的贸易畅通平台。 创新发展中国与各国的博览会、 合作论坛等平台作

用， 打造多元化、 多层次、 多渠道合作平台， 深化和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友好经贸关系。 其三， 积极主

动寻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机会。 依托新签署经贸协定加强与第三方市场的合作， 扩展 “一带一路” 的

辐射范围和增加深度。 在合作过程中， 充分利用各方在技术、 商务、 资源、 资金、 信息等方面的不同

禀赋优势， 通过产品服务、 工程合作、 投资合作、 产融结合、 战略合作等多种形式深入交流， 推进国

际产能合作， 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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